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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交通与城市存在耦合发展的特征， 城市发展带动交通需求

增长并产生大量的交通碳排放， 深入理解城市发展对交通碳排放的驱动机制

是实现城市交通和城市协同低碳发展的重要前提。 作者首先利用油品分摊法

估算了 １９９５—２０１６ 年北京市交通碳排放量， 随后基于城市发展对交通碳排

放驱动机制的理解， 利用城市异速标度律探析城市规模与交通碳排放的关

系， 利用 ＳＴＲＩＰＡＴ 模型分析城市发展对交通碳排放的综合驱动作用。 结果

显示， 北京市交通碳排放总量持续增长， 增速高于城市规模扩张速度， 呈超

线性关系； 人口规模、 城市化进程、 经济规模、 产业结构、 空间规模、 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都正向驱动交通碳排放增长， 能源技术进步抑制交通碳排放增

长； 城市化进程推进的影响最为显著、 经济规模的贡献度最大。 根据分析结

果提出北京市交通低碳发展的建议： 在城市化进程中提高交通效率， 在经济

发展中加大节能减排力度、 尽早实现脱钩发展， 遏制城市无序蔓延、 转变交

通基础设施供给理念， 大力发展能源技术、 提高能源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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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是指城市内人口和资源要素因生产生活等目的移动和配置而产生的、 需

要借助某种交通方式完成的空间位置变化。 城市交通与城市存在耦合发展的特征， 呈

现出基本同步的、 “从初级向高级” 的阶段性特征， 且目前均处于突破转型、 寻求可

持续发展的阶段 （金雪涛， ２０１０； 胡晓健， ２０１４； 王卫， ２０１６）。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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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人口、 经济和空间等要素的规模扩大和结构复杂化， 城市发展派生出巨大的交通

需求、 消耗能源， 进而产生了大量的碳排放 （满洲等， ２０１８； 荣培君等， ２０１８）。 北

京市是中国重要的超大城市， 是区域人流和物流的集中地。 根据 《２０１９ 北京市交通

发展年度报告》， 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达到 ６０８􀆰 ４ 万辆， 中心城日出行 ３９２４ 万人次

（含步行）， 年客运量 ７７􀆰 ８ 亿人次。 北京市城市交通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交通需求增长

潜力大， 高机动化、 高油品依赖、 高碳排放， 交通服务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Ｙｕ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９）。 北京市作为 “低碳城市试点” 和 “低碳交通运输

体系建设城市试点”， 深入理解其城市发展对交通碳排放的驱动因素和机制， 对于实

现城市交通系统节能减排和低碳城市建设是十分必要的。
城市交通碳排放的驱动因素分析主要是探索或验证人口、 经济等因素与碳排放的

相关或因果关系， 一般先从理论上分析对交通碳排放具有影响的可能因素并筛选表征

指标， 而后利用定量分析方法在统计上检验影响的显著性、 识别发挥主要影响作用的

因素、 确定影响方向和影响强度 （一般为相对强度） 等。 常见的理论模型有 ＩＰＡＴ 模

型及其扩展模型、 Ｋａｙａ 恒等式及其扩展、 脱钩模型等。 Ｄｅｌｇａｄｏ 和 Ｒｏｓａ （２０１７）、 王

泳璇等 （２０１７） 利用 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开展城市交通碳排放驱动分析。 常见的统计模型，
除基础统计包含的相关和回归分析外， 主要是因素分解法、 计量经济模型。 例如，
Ｆａｎ 和 Ｌｅｉ （２０１６）、 宋梅和郝旭光 （２０１８）、 Ｇｕｏ 和 Ｍｅｎｇ （２０１９） 应用 ＬＭＤＩ 方法开

展研究工作。 虽然分析城市交通碳排放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已经比较丰富， 但由于城

市交通处于复杂的城市系统内， 因素众多且彼此联系， 过于全面而缺少针对性的影响

因素分析往往只能得到宽泛、 普适性的结论。 因此， 应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重点

深入， 基于对城市交通和城市耦合发展的理解， 从城市发展视角分析交通碳排放驱动

机制、 探索驱动因素。
本文以北京市为研究区域， 选取城市规模扩张和结构演进两个维度的变量来描摹

城市发展， 利用 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和城市异速标度律， 基于城市发展视角分析交通碳排

放的驱动因素， 结合研究结果与北京市实际情况讨论交通低碳发展思路。

一、 北京市交通碳排放估算和特征

（一） 北京市交通碳排放估算

本文将北京市交通碳排放估算范围界定为： 由城市交通直接产生的能源消耗而引

起的碳排放， 包含交通营运部门和非营运部门 （社会其他部门及私人车辆）， 不包含

交通工具制造、 交通建筑性基础设施等消耗能源引起的间接碳排放。
在碳排放核算的方法中， 相较于质量平衡法和实测法， 排放因子法数据易得、 接

受度广， 可以应用于城市交通碳排放估算， 公式 （１） 如下：

Ｃ ＝ ∑ｎ

ｉ
（Ｅｉ × ＥＦｉ）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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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Ｃ 为二氧化碳排放量， 单位为 ｋｇ； Ｅ ｉ 为能源活动水平数据， 即与二氧化

碳排放直接相关的 ｉ 类能源的消耗水平； 对于城市交通部门， ｉ 指汽油、 柴油、 天然

气、 电力及液化石油气， 数据主要来自 《中国能源年鉴》 中的地区能源平衡表。 ＥＦ ｉ

为排放因子， 即单位 ｉ 类能源使用量所释放的二氧化碳量。 排放因子可以利用公式

（２） 计算：

ＥＦｉ ＝ Ｑｉ × ＣＱｉ × ａｉ × ｈ （２）

式中， Ｑｉ 是燃料 ｉ 低位热值， 单位为 ｋＪ ／燃料 ｉ 单位， 固体和液体燃料单位为 ｋｇ，
气体燃料单位为 ｍ３； ａｉ 是燃料 ｉ 的碳氧化率。 ＣＱｉ 是燃料 ｉ 的单位热值燃料所含碳元

素的质量， 单位为 ｋｇ ／ ＧＪ。 ｈ 是二氧化碳与碳的分子量之比， 即 ４４ ／ １２。
城市交通部门能源排放因子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城市交通部门能源排放因子

一次能源排放因子

能源名称 低位发热值 单位热值含碳量 燃料碳氧化率 排放因子

汽油 ４３ ０７０ ｋＪ ／ ｋｇ ａ １８􀆰 ９０ ｋｇ ／ ＧＪｃ ９８％ ｃ ２􀆰 ９２５ ｋｇ ／ ｋｇ

柴油 ４２ ６５２ ｋＪ ／ ｋｇ ａ ２０􀆰 ２０ ｋｇ ／ ＧＪｃ ９８％ ｃ ３􀆰 ０９６ ｋｇ ／ ｋｇ

液化石油气 ５０ １７９ ｋＪ ／ ｋｇ ａ １７􀆰 ２０ ｋｇ ／ ＧＪｃ ９８％ ｃ ３􀆰 １０１ ｋｇ ／ ｋｇ

天然气 ３５ ５４４ ｋＪ ／ ｍ３ ｂ １５􀆰 ３０ ｋｇ ／ ＧＪｃ ９９％ ｃ １􀆰 ９７７ ｋｇ ／ ｍ３

二次能源排放因子

电力

１９９５—２００５ 年ｃ １􀆰 ２４６ ｋｇ ／ ｋＷ·ｈ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ｄ ０􀆰 ８８４５ ｋｇ ／ ｋＷ·ｈ

２０１１ 年ｄ ０􀆰 ８９６７ ｋｇ ／ ｋＷ·ｈ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ｄ ０􀆰 ８８４３ ｋｇ ／ ｋＷ·ｈ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ｅ ０􀆰 ６１０１ ｋｇ ／ ｋＷ·ｈ

　 　 资料来源： ａ 表示来自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２０１７》； ｂ 表示天然气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综合能耗

计算通则》 （ＧＢ ／ Ｔ ２５８９—２００８） 中气田天然气发热值， 电力碳排放因子 ２００５ 年前年份按 ２００５ 年计； ｃ 表示来

自 《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 （试行）》； ｄ 表示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为国家气候中心公布，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 年按 ２０１０ 年计，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按 ２０１２ 年计； ｅ 表示来自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做好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年

度碳排放报告与核查及排放监测计划制定工作的通知》。

根据研究需要及数据可获取性， 本文选择城市能源平衡表中 “交通运输， 仓储

和邮政业” 各类能源消耗数据作为基础数据。 需要注意的是， 目前我国能源统计体

系中， 交通能源只统计运营车辆， 未统计社会其他部门及私人车辆的消耗， 导致能耗

数据和由此估算的碳排放是被低估的。 同时， 交通建筑性基础设施的采光、 冬暖、 调

度设备等， 应归属建筑业能源消耗。 采用 “油品分摊法” 对城市交通能源消耗数据

进行调整， 具体调整方案参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的调研结果， 如表 ２
所示。

３８

孙　 岩等： 北京市交通碳排放的驱动因素分析



表 ２　 交通能源消耗数据统计调整方案

平衡表调整前所属行业 汽油 柴油 液化石油气 天然气 电力 调整后所属行业

农业 ９９％ １０％ — — — 交通运输业

工业行业除用作原料 ８０％ ２６％ — — — 交通运输业

建筑业 ９８％ ３０％ — — — 交通运输业

其他三产 ９８％ ３０％ — — — 交通运输业

生活部门 １００％ ９６％ — — — 交通运输业

交通运输业 — — ３０％ ６５％ ６５％ 建筑业

　 　 资料来源：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 “ ‘十三五’ 及 ２０３０ 年交通部门节能目标研究” 课题组终期

成果， 调整主要参考 “油品分摊法”， 基于不同品种能源的实际用途和与中石油咨询的有关中国汽油、 柴油的流

向相结合。

根据以上估算方法， 得到北京市 １９９５—２０１６ 年城市交通碳排放量， 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１９９５—２０１６ 年北京市城市交通碳排放总量

单位： 万吨二氧化碳

年份 碳排放 年份 碳排放 年份 碳排放

１９９５ ３１９􀆰 ５２ １９９６ ３２４􀆰 ０７ １９９７ ３２５􀆰 ７２

１９９８ ３７０􀆰 ０４ １９９９ ４１４􀆰 ００ ２０００ ４８４􀆰 ８１

２００１ ６３４􀆰 ２２ ２００２ ６８４􀆰 ８８ ２００３ ７２７􀆰 ９６

２００４ ８８９􀆰 ５１ ２００５ １０１４􀆰 ８０ ２００６ １２３９􀆰 ２０

２００７ １４６４􀆰 ０２ ２００８ １６４０􀆰 ４０ ２００９ １７３７􀆰 ０２

２０１０ １７６２􀆰 ００ ２０１１ １８４２􀆰 ４２ ２０１２ １９１８􀆰 ３１

２０１３ １８２３􀆰 ７４ ２０１４ １８８７􀆰 ２９ ２０１５ １８７２􀆰 ９６

２０１６ １８７７􀆰 ３４ — — — —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

（二） 北京市交通碳排放特征分析

北京市交通碳排放特征主要表现在如下两方面。 第一， 总量总体在增长且渐趋稳

定， 增速放缓。 如图 １ａ 所示， 城市交通碳排放总体在增长。 从增长速度上看，
１９９８—２００８ 年， 增长迅速， 大多年份的年均增速超过 １５％ ， 而 ２０１０ 年以后， 增速放

缓， 逐渐趋于稳定。 第二， 城市交通对于油品依赖性高， 油品消耗是碳排放主要来

源。 北京市拥有近 ６００ 万辆机动车， 城市交通的机动化程度高， 消耗了大量的油品。
如图 １ｂ 所示， １９９５—２０１６ 年， 油品对碳排放贡献率达到 ８５％ 以上。 具体到燃料品

类， 汽油占比最大， 其次是柴油， 再次为电力， 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占比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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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ａ　 北京市城市交通碳排放量和年均增长速度

资料来源： 作者绘制。

图 １ｂ　 北京市城市交通历年各类能源碳排放贡献率

资料来源： 作者绘制。

二、 驱动分析方法

（一） 驱动机制

根据图 ２， 可将城市发展对交通碳排放的驱动机制理解为： 城市的经济、 人口、
空间和能源四个要素在规模和结构两个维度上的发展过程中， 不断对城市交通产生新

的、 更高级的需求， 进而驱动交通碳排放增长。 具体而言， 人口方面， 人口规模的扩

张促使城市交通需求增长， 进而导致交通碳排放增加； 年龄、 性别、 受教育程度等人

口结构特征差异也会对交通需求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其中表现最为显著的影响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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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进程。 经济方面， 经济活动水平和居民消费水平提升会带来交通需求增加， 经

济结构中第三产业的交通运输需求的量和质都要高于第一、 第二产业 （冯旭杰等，
２０１２）， 第三产业比重升高带动了更高的交通需求， 引起交通碳排放增加。 空间方

面， 城市空间规模和土地利用决定交通的需求， 影响了碳排放水平。 空间规模扩张带

来了出行距离的变化， 增加交通碳排放。 土地资源被用作城市道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 满足刚性交通需求的同时也诱导产生了新的交通需求， 可能导致碳排放的增加。
能源方面， 随着能源技术发展、 效率提高， 细化到城市交通领域可节约能源、 减少碳

排放。 城市能源结构指的是城市宏观利用各种能源的比例构成， 降低油品占比、 提高

替代能源占比， 均有助于减少交通碳排放。

图 ２　 城市发展驱动交通碳排放增长

资料来源： 作者绘制。

（二） 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

随机回归影响模型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ｂｙ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ｆｆｌｕ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 既具有较强的理论基础支撑， 又形式灵活， 可考量多样

因素对于碳排放的影响， 被广泛应用在碳排放驱动分析的实证研究中。 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

是基于 ＩＰＡＴ 模型的扩展模型 （钟兴菊、 龙少波， ２０１６）。 ＩＰＡＴ 模型认为温室效应等

环境压力 Ｉ 是由人类活动所引起的， 是人均环境压力 Ｆ 与人口总数 Ｐ 共同决定的， 而

人均环境压力用富裕程度 Ａ、 环境压力强度或者技术 Ｔ 表征 （ Ｃｏｍｍｏｎｅｒ， １９７１；
Ｅｈｒｌｉｃｈ ａｎｄ Ｈｏｌｄｅｎ， １９７１）。 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认为环境压力与各驱动因素间可能存在非

线性的幂函数关系 （Ｄｉｅｔｚ ａｎｄ Ｒｏｓａ， １９９４）， 克服了 ＩＰＡＴ 模型的量纲限制 （王永刚

等， ２０１５）， 公式如下：

Ｉ ＝ ａＰｂＡｃＴｄｅ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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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Ｐ 为人口； Ａ 为富裕程度， 一般用人均消费或产出表示； Ｔ 为技术； ａ 为

常数项； ｂ、 ｃ、 ｄ 为指数项， 被定义为 “生态弹性系数” （Ｙｏｒｋ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３）， 表征

驱动因素的变化对环境压力的影响作用； ｅ 为误差项， 可以代表未列入研究驱动变量

的其他所有影响因素的作用。 当 ａ ＝ ｂ ＝ ｃ ＝ ｄ ＝ ｅ ＝ １ 时， 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退化为 ＩＰＡＴ
模型。

本文选用 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分析城市发展对交通碳排放的综合驱动。
（三） 城市异速标度律

城市异速标度律 （Ａｌｌｏｍｅｔｒｉｃ Ｓｃａｌｉｎｇ） 是借鉴幂律、 异速生长等理论， 研究城市

系统发展和集聚规律的理论。 Ｗｅｓｔ （１９９７）、 Ｂｅｔｔｅｎｃｏｕｒｔ （２０１３）、 陈彦光 （２０１３） 等

研究者应用城市异速标度律完成了大量研究并将其发展完善。 城市异速标度律认为城

市活动 （资源） 指标与城市规模的变化率成比例关系， 存在普适性的标度律， 也可

用幂函数表示 （刘承良等， ２０１６； 董磊等， ２０１７）：

１
Ｙ ·ｄＹ

ｄｔ ＝ β １
Ｘ ·ｄＸ

ｄｔ( ) （４）

Ｙ ＝ αＸβ （５）

式中， Ｙ 是城市活动 （资源） 的度量， Ｘ 是城市规模， α 为标准化常量， β 为异

速标度律， 其大小表征 Ｙ 和 Ｘ 的关系， 具体分为： β ＜ １， 表示亚线性关系； β≈１，
表示线性关系； β ＞ １， 表示超线性关系。

结合 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对于环境压力与驱动因素幂函数关系的假定， 可以运用城市

异速标度律 β 分析城市规模与交通碳排放的关系， 如表 ４ 所示。

表 ４　 异速标度律 β 值表征关系划分

异速标度律 β ＜ １ β≈１ β ＞ １

划分类型 亚线性关系 线性关系 超线性关系

表征关系

交通碳排放的增长率小于城市

发展指标增长率，表征碳排放

效率较高，有集约效益

交通碳排放的增长率等于城市

发展指标增长率，表征线性同

步增长

交通碳排放的增长率大于城

市规模发展增长率，表征碳排

放效率较低，属于粗放增长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

（四） 变量选取

现有研究中， 城市交通碳排放驱动因素主要有表征人口的指标， 如人口数量、 人

口结构和城市化率等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高莹， ２０１９）， 表征经济和居民生活水平

的指标， 如 ＧＤＰ、 人均纯收入和第三产业生产总值等 （唐葆君等， ２０１６； 李健等，
２０１８）， 表征城市空间的指标， 如城市建设用地面积、 紧凑度等 （陈珍启等， ２０１６；
李佳佳， ２０１６）， 表征城市能源的指标， 如能源经济强度、 能源效率和能源结构等

（Ｈａ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Ｐｅ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徐慧智等， 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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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城市发展对交通碳排放影响的机理， 选取对交通碳排放产生驱动作用的城市

发展变量， 主要如表 ５ 所示。 人口规模 Ｐｏｐ 和城市化进程 Ｕ 表征 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中人

口 Ｐ， 经济规模 ＰＧＤＰ 表征富裕程度 Ａ， 其余变量表征技术 Ｔ。 同时， 变量还表征

“规模” 和 “结构” 两类含义。 人口规模 Ｐｏｐ、 经济规模 ＰＧＤＰ、 空间规模 Ｌ 表征城

市规模， 另城市化进程 Ｕ 表征人口结构变动， 产业结构 Ｓ 表征经济结构变化， 基础

设施建设 Ｄ 表征城市土地利用结构， 能源效率 ＥＸ 表征城市能源技术进步， 能源消费

结构 ＥＳ 表征城市能源转型。

表 ５　 对交通碳排放产生驱动作用的城市发展变量

城市发展

变量
指标 符号 指标说明及计算方法 单位 表征

人口规模 常住人口 Ｐｏｐ 年末常住人口数量ｆ 万人 Ｐ；规模

城市化进程 城镇人口比重 Ｕ 城镇人口数量ｆ 与常住人口数量ｆ 之比 ％ Ｐ；结构

经济规模
人 均 地 区 生 产

总值
ＰＧＤＰ

不变价格（１９９５ 年）地区生产总值ｆ 与常住人口

数量ｆ 之比
元 ／ 人 Ａ；规模

产业结构
第三产业占地区

生产总值比重
Ｓ 第三产业产值ｆ 与地区生产总值ｆ 增量之比 ％ Ｔ；结构

空间规模 建成区面积 Ｌ
城市行政区内实际已成片开发建设、市政公用

设施和公共设施基本具备的区域面积ｇ 平方公里 Ｔ；规模

基础设施建设 道路面积 Ｄ 年末实有城市道路面积ｆ 万平方米 Ｔ；结构

能源技术 能源效率 ＥＸ
能源强度倒数，不变价格（１９９５ 年）地区生产总

值ｆ 与城市能源消费总量ｆ 之比
吨 ／ 万元 Ｔ；规模

能源转型 油品消耗比重 ＥＳ 城市油品消耗量ｈ 与能源消费总量ｆ 之比 ％ Ｔ；结构

　 　 资料来源： ｆ 表示来自 《北京统计年鉴》， ｇ 表示来自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ｈ 表示来自 “国家数据” 网站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三、 结果与分析

（一） 城市规模与交通碳排放关系分析

选取人口规模、 经济规模、 空间规模作为解释变量 （席强敏、 李国平， ２０１８），
研究城市规模与交通碳排放的关系。 城市交通碳排放受到经济、 社会、 环境、 居民行

为等多方面影响， 在分析单个城市规模变量与交通碳排放关系过程中， 省略其他重要

解释变量和有限的数据样本等都会导致异方差产生。 城市异速标度律模型为非线性模

型， 对异方差敏感。 为实现良好拟合， 对等式两侧取对数并利用加权最小二乘法进行

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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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ｎＹ ＝ βｌｎＸ ＋ ｌｎα （６）

以北京市交通碳排放 Ｃ 为因变量， 分别以常住人口 Ｐｏｐ （人口规模）、 人均地区

生产总值 （不变价格） ＰＧＤＰ （经济规模）、 建成区面积 Ｌ （空间规模） 为自变量，
按公式 （６） 进行拟合求得 β。

整体看， 城市规模与交通碳排放为超线性关系。 如组图 ３ 实线所示， １９９５—２０１６
年北京市交通碳排放与经济规模、 人口规模、 空间规模的异速标度律 β 分别为

１􀆰 ４６４８、 ３􀆰 １２４８、 １􀆰 ５０９５， 均大于 １， 呈现超线性关系； 说明北京市交通碳排放的增

长率大于城市规模的增长率， 呈现粗放增长特征。
近期看， 交通碳排放与经济规模、 人口规模呈亚线性关系， 与空间规模成超线

性关系。 进一步观察变化趋势， 对数据进行分段拟合。 对于经济规模， １９９５—２００４
年阶段， β ＞ １， 而在 ２００５—２０１６ 年阶段， β ＜ １， 说明交通碳排放的增长率与经济

规模增长率关系在 ２００５ 年前后发生了变化， 逐渐呈现亚线性关系， 呈集约发展趋

势。 对于人口规模， 相似的变化发生在 ２００７ 年前后。 对于空间规模， １９９５—２００４
年阶段， β ＜ １； 而在 ２００５—２０１６ 年阶段， 虽然由于数据原因拟合优度较差， 但异

速标律度 β ＞ １， 说明交通碳排放和空间规模的关系在 ２００５ 年前后， 呈现亚线性关

系向超线性关系的变化， 城市蔓延使得交通发展由集约式转向粗放式。

图 ３ａ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不变价格） 拟合结果

资料来源： 作者绘制。

（二） 城市发展综合驱动交通碳排放

利用 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分析城市发展对交通碳排放综合驱动， 选取表 ５ 中的变量构建

综合驱动模型， 得到公式 （７）。 在计量分析中对公式 （７） 取自然对数， 得公式 （８）。

Ｃ ＝ ａＰｏｐｂ１Ｕｂ２ＰＧＤＰｃ１Ｓｄ１Ｌｄ２Ｄｄ３ＥＳｄ４ＥＸｄ５ ｅ （７）
ｌｎＣ ＝ ｌｎａ ＋ ｂ１ ｌｎＰｏｐ ＋ ｂ２ ｌｎＵ ＋ ｃ１ ｌｎＰＧＤＰ ＋ ｄ１ ｌｎＳ ＋ ｄ２ ｌｎＬ ＋ ｄ３ ｌｎＤ ＋ ｄ４ ｌｎＥＳ ＋ ｄ５ ｌｎＥＸ ＋ ｌｎｅ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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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ｂ　 常住人口拟合结果

资料来源： 作者绘制。

图 ３ｃ　 建成区面积拟合结果

资料来源： 作者绘制。

式中自变量都属于城市发展指标， 具有很强的相互影响关系， 存在多重共线性

（刘晓红、 江可申， ２０１７； 王长建等， ２０１７）。 为消除自变量之间存在的共线性和异

方差， 利用偏最小二乘法进行拟合 （陈操操等， ２０１４； 李健等， ２０１７）， 选取 ３ 个主

成分， 得到解释变量 ＶＩＰ 值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如图 ４ａ 所示。 能

源转型的 ＶＩＰ 值最小， 对于解释交通碳排放的贡献最小。 这是由于北京市油品消耗主

要源自交通领域且一直保持较高水平， 交通能源转型成效尚未显现， 故剔除能源转型

变量。 重新拟合综合驱动模型， 得到各解释变量生态弹性系数 （见表 ６） 和贡献度

ＶＩＰ 值 （见图 ４ｂ）， 符合城市发展现实和经济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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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ａ　 包含能源转型变量解释变量 ＶＩＰ 值　 　 　 图 ４ｂ　 剔除能源转型变量解释变量 ＶＩＰ 值

资料来源： 作者绘制。 　 　 　 　 　 　 　 　 　 　 　 　 　 　 资料来源： 作者绘制。

表 ６　 解释变量生态弹性系数估计值

变量 生态弹性系数估计值 变量 生态弹性系数估计值

ｌｎＰｏｐ ｂ１ ＝ ０􀆰 ５０

ｌｎＵ ｂ２ ＝ ５􀆰 ５４

ｌｎＰＧＤＰ ｃ１ ＝ ０􀆰 ０８

ｌｎＳ ｄ１ ＝ ０􀆰 ２９

ｌｎＬ ｄ２ ＝ ０􀆰 ３７

ｌｎＤ ｄ３ ＝ ０􀆰 ２５

ｌｎＥＸ ｄ５ ＝ － ０􀆰 ０３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

由生态弹性系数估计结果分析， 除能源技术对交通碳排放为负向驱动外， 其余变

量均为正向驱动。 控制其他变量不变情况下， 解释变量变动 １％平均影响交通碳排放

相对变化程度 （变化百分比） 由大到小依次是城市化进程 ５􀆰 ５４％ 、 人口规模 ０􀆰 ５０％ 、
空间规模 ０􀆰 ３７％ 、 产业结构 ０􀆰 ２９％ 、 基础设施建设 ０􀆰 ２５％ 、 经济规模 ０􀆰 ０８％ 、 能源

效率 ０􀆰 ０３％ （负向）。 由图 ４ｂ 分析， 解释变量 ＶＩＰ 值均大于 ０􀆰 ９５， 贡献显著， 按大

小顺序依次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１􀆰 ０２， 城市化进程、 能源效率和基础设施建设 １􀆰 ０１，
人口规模和产业结构 ０􀆰 ９９， 建成区面积 ０􀆰 ９７。

对综合驱动模型解释变量生态弹性系数和 ＶＩＰ 值共同分析， 发现以下方面。 第

一， 城市人口变化方面， 城市化进程和人口规模对解释交通碳排放的贡献度较大， 说

明城市人口是导致交通碳排放增长的重要因素。 其中， 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能带来最为

显著的交通碳排放的增长， 证明了城市化带来的生活方式变化和生活质量提升需求引

起了交通领域的机动化发展， 导致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增长。 第二， 城市经济发展方

面，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解释交通碳排放的贡献度最大， 产业结构的贡献度也较大，
两个变量对交通碳排放均为正向驱动。 这说明城市经济规模扩大、 产业结构向第三产

业倾斜等都会派生出交通需求的增长， 带来交通碳排放的增加。 第三， 城市空间扩张

方面， 空间规模和基础设施建设均对解释交通碳排放的贡献显著， 其中基础设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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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略高。 城市空间扩张正向驱动交通碳排放， 城市在发展过程中， 无序的扩张会导致

交通供给不足、 需求过剩； 同时， 北京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一直以小汽车为导向， 加

剧了城市交通的机动化， 出现 “当斯定律”， 也就造成了道路越修越宽、 交通效率越

来越低， 而交通能源消耗和碳排放越来越多的 “恶性循环” 局面。 第四， 能源技术

对驱动交通碳排放的贡献度大， 且为负向驱动， 意味着能源技术发展、 能源效率提

高， 可以对交通碳排放增速起到良好的抑制作用。

四、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北京市为例， 在掌握北京市交通碳排放现状的基础上， 基于城市发展视

角， 对交通碳排放的驱动因素进行了分析， 对于北京市交通低碳发展提出几点讨论。
（１） 在城市人口方面， 北京市城市化进程推进和人口规模扩张均促进了交通碳

排放的增加， 有正向驱动作用； 在众多因素中， 城市化进程推进驱动交通碳排放效果

最为显著。 因此， 实现交通低碳发展， 需要保持适当的人口规模， 并在城市化进程中

加强对交通活动水平的控制。 此外， 北京市城市交通碳排放增速高于人口增速， 交通

碳排放相对于人口粗放增长； 实现交通低碳发展， 需要在控制人口增速的同时， 引导

交通主体选择低碳方式满足交通需求， 向低碳集约化转变。
（２） 在城市经济方面， 北京市城市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升级均正向驱动交通碳

排放， 经济增长对解释交通碳排放增长的贡献最大。 因此， 实现交通低碳发展， 需要

在保障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同时， 加大交通节能减排力度， 提高交通碳排放经济效

率。 此外， 北京市城市经济增速小于交通碳排放增速， 交通碳排放相对于经济粗放增

长； 实现交通低碳发展， 需要尽早实现城市经济与交通碳排放的 “脱钩”。
（３） 城市空间方面， 北京市建成区蔓延和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均正向驱动交通碳

排放， 建成区蔓延速度与交通碳排放增长速度间的关系逐渐变为超线性关系。 因此，
实现交通低碳发展， 需要遏制城市无序蔓延， 降低城市空间扩张速度， 减少由建成区

扩大带来的长距离交通活动水平的增加； 同时， 合理利用城市土地资源， 促进土地利

用规划与交通规划协同进行， 注重道路资源的有机整合， 关注公共交通和慢行交通的

需求。
（４） 城市能源利用方面， 北京市能源技术进步能抑制交通碳排放增长。 因此，

实现交通低碳发展， 需要促进能源技术发展， 提高城市整体能源利用效率， 降低城市

交通能源消耗强度。 此外， 北京市用能结构调整还在进行中， 对交通碳排放的影响尚

不显著； 实现交通低碳发展， 需要加速完成能源结构调整， 加快电力和清洁能源对传

统化石能源的替代， 尽快形成能源结构调整的规模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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